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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与观念中存在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卫主权与争利益、经济优先还是政治

至上三对比较常见的矛盾与冲突。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起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经

济排外主义”而大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２４３５（２０１６）０５－０５７６－０７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ＹＵＡＮ　Ｗｅｉ－ｐｅ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８３６，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ｇ－
ｇｌ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ｒｅｍａｃｙ．Ｔｈｅ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ｆｏｒｍ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

　　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在近代中国颇具影响力，
迄今各界对这一思潮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相
对于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学界目
前相关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尚处在起步阶段，
并没有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高度”［１］。无论
是对这一思潮的产生、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的
客观描述，还是对其思想内涵与社会影响等方面
的深入剖析，都远远不够充分。拙文 《从利权观
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义》追溯并揭示了经
济民族主义之核心理念———利权观念之产生及其
思想内涵由侧重于经济利益 （即 “利”），向更
加注重于国家主权 （即 “权”）演进的历史过

程。［２］在清季的半个多世纪里，利权观念曾存在
于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思想当中，其内涵涉及到晚
清经济、政治、外交等各个领域方方面面的问
题。由于立场和利益的不同，思想与认识的差
异，时代与环境的变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晚清
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争取
和维护中国经济利益和国家主权这一相同立场的

背后，又夹杂着诸多矛盾、分歧与冲突。①在此
基础之上，本文拟通过对时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与观念的细致考察，选取在当时社会中影响较大
的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保主权与争利益、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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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与经济先行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进行论述，
并结合内外历史环境对之予以剖析，以进一步深
化对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认识。

一、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

１９世纪上半期，面对洋货、洋烟对中国经
济生产与社会秩序的大冲击，传统士绅的本能的
反应就是将其拒之门外，以保护小农经济免遭破
坏，国内白银不致外流，文化风俗与社会秩序不
受侵扰。管同、黄爵滋、龚自珍等人在鸦片战争
以前的主张就表明了这一点。然而，两次鸦片战
争的失败，国人逐渐意识到，与坚船利炮相伴随
而来的西方廉价工业品不仅难以被拒于国门之

外，而且其本身还有着令人难以抗拒的魅力。无
论是否愿意，中国已经不太可能回到那种闭关锁
国、自我封闭的老路上去了。因此，自鸦片战争
以后，由魏源开其端绪，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寻
求和平抵制西方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办
法。甲午战前，主张实行保护主义，即由国家扶
持、发展民族工商业来抵御西方经济渗透与经济
侵略，阻止中国利权外溢，是近代洋务人士与早
期维新派人士的一个共识。
这种保护主义的经济主张的主要内容有两

点。其一，呼吁政府出面扶持国内新式工商业发
展，包括政府为新式工商企业提供财政支持，参
与企业重大事务的决策和管理，减免税收，等
等。这种官府扶持的工商企业经营管理的理想形
式就是 “官督商办”。其二，在中外贸易方面，
主张政府出面整顿丝、茶、桑、麻等传统出口物
品的生产，引进西方机器设备，仿制西方工业产
品，并呼吁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调整税则，重
征进口税，减轻出口税，等等。其目的在于尽可
能地扩大出口，减少进口，阻止中国利权外溢。
近代国门被打开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

西方各国 “平时谋国精神，专在藏富于商，其爱
之也若子，其汲之也若水。盖其绸缪商政，所以
体恤而扶植之者，无微不至，宜其厚输而无怨
也。”［３］４１７因此主张起而仿效，实行商业保护主
义，但也与中国国内自身的因素密不可分。中国
近代工商业起步晚，技术落后，资金与人才也明
显不足。甲午战前，近代中国有识之士莫不曾对
政府保护与扶持工商业寄予厚望。不必讳言，这

一时期积极鼓吹 “商战”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中包含有浓厚的 “重商主义”因子。但应强调的
是，中国早期商战论者虽然通过与西方传教人员
接触，或者在海外游历，或者阅读西方书报而获
得不少西方经济学知识，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
思想中关于要求政府加强工商业的保护，阻止外
来经济对华的竞争与压迫的行为是否受到或者在

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只是
在商业保护主义立场上，近代早期的商战思想与
欧洲的重商主义理论有着相似或相近之处。
然而，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这种商业保护

主义倾向开始遭到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猛烈抨
击。严复等人吸收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理论，鼓吹
经济自由主义，对咸、同以来广为流行的保护主
义 （重商主义）思想大张挞伐。
首先，在中外贸易问题上，谭嗣同、严复等

人均不赞同咸同以来时人提出的通过提高关税来

阻止洋货进口以塞漏卮保利权的主张。严复运用
斯密氏之货币理论，认为上述见解错误的根源在
于将黄金等同于财富，他说： “由于以金为财，
故论通商，则必争进出差之正负，既龂龂于进出
差之正负．则商约随地皆荆棘矣，极力以求抵制
之术，甚者或以兴戎，而不悟国之贫富，不关在
此。”严复指出，这种 “保商之政”，对于国家工
商业的发展，“名曰保之，实则困之，虽有一时
一家之获，而一国长久之利，所失滋多，”只有
“翕然反之”，才能使 “主客交利”。［４］９９谭嗣同更
是强调中外贸易，互通有无，对双方都有利。他
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
利，主尤利也。”他对保护主义者将洋货进口视
为中国贫困的原因，“绝之不得，又欲重税以绝
之”不以为然，指出：“故凡谓以商务税务取人
之国，皆西人之旧学也。彼亡国者，别有致亡之
道，即非商与税，亦必亡也。”［５］３２７－３２８严、谭二人
呼吁国人以更加开放的胸怀，积极参与中外贸
易，反对保护主义者所具有的封闭倾向。
其次，在发展国内工商业问题上，严复主张

“听民自谋”，反对国家干预。严复说：“盖财者
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
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６］８８８从这种自由主义
观念出发，他反对晚清 “官督商办”体制，指出
前人 “攘臂奋臆，常以官督商办为要图者，于此
国财未有不病者也。”［６］９０２他还对所谓 “保商专利
诸政”不以为然，认为其 “既非大公至正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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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又足沮遏国中商业之发达”［４］９９。
必须指出，谭、严二人同保护主义者一样，

都反对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与渗透，都强烈要
求维护国家利权。在严氏所译 《原富》一书的按
语中，严复对满清统治者愚昧无知，丧权辱国，
致使帝国主义攫取了中国关税自主权与海关行政

权极为愤恨，他指出，“至今则执我至重之税政
利权，而其人则犹敌国之臣子也。”“此真为斯密
氏所称自有史传以来，人伦仅见之事者矣。”［６］８９６

自由主义者的主张有着西方经济学学理的基

础，但这一主张流行于中国，却也同样离不开中
国近代的特殊国情。严复翻译斯密氏 《原富》这
一古典经济学著作的重要动机之一就是因为该书

中 “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
然”，他颇欲 “从其后而鞭之”［４］９８。严复等人呼
吁中华民族以更加积极的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
自由主义者猛烈攻击封建官僚体制对近代工商业

发展的束缚与压制，体现了正在形成中的中国民
族资产阶级的意志与心声。宣扬西方自由主义经
济学说，对于中国而言，除了包含主动趋同于经
济开放与经济自由的世界大势外，更重要的是在
于寄望清政府能真正地扶植与发展私人资本

主义。
笔者认为，对于分别倾向于保护主义和自由

主义的不同主张，我们不能简单地厚此薄彼。在

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上，二者既互相矛盾，又彼此
互补，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而此消彼长。
中国走的是一后发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经济基础
薄弱，发展民族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然
而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政府体系又往往因

缺乏现代性而对新兴经济力量的成长造成负面影

响。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打破闭锁，积极开
放，然而中外关系的不平等使得中国又必须时刻
警惕西方的经济侵略与经济渗透，保护中国的民
族市场与民族工业。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对
立，正好体现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特殊与艰难。

二、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

拙文 《从利权观念的变迁看晚清经济民族主
义》业已阐述了晚清 “利权”一词内涵由侧重于
经济利益向侧重于国家主权转变的历史过程及其

原因。其实，在处理中外关系时，经济利益与国
家主权问题时常成为近代国人心中一对难以化解

的矛盾。
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围绕是否应该举借外债

兴修铁路问题，清廷内部就曾发生激烈的争论。
反对者认为借外债不仅利息重，扩大漏卮，而且
还有损民族主权。赞成者则认为借款修路是在中
国发展实业资金匮乏，“欲筹之官，则挪凑无从，
欲筹之商，则涣散难集”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
之。铁路一旦修成之后，则会 “本息有所取偿，
而国家所获之利又在久远”。［７］２５６透过双方的争
论，我们从中可见国家主权与经济利益这一对矛
盾已露端倪。
庚子之后，二者矛盾与冲突日益加剧。随着

民族主义思潮的高涨，国内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
成，中国资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国人主权意
识进一步觉醒，“主权亡则国亡”成为普遍共识。

２０世纪初，人们的利权观念之侧重点已由经济利
益转向国家主权。主权意识的高扬使得人们在处
理利益与主权的关系上普遍趋向“重权轻利”。

２０世纪初，这一 “重权轻利”趋向的表现
之一是中国人为了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路权与矿

权，不惜付出巨额的赎金。这充分地显示出２０
世纪中国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的宗旨主要是

收回国家主权。
如表１所示，赎回九项矿场主权，中国总计

付出９　０４８　０００元的沉重代价，再加上赎回路权
的用款，则为数更巨。这对国力衰弱、资金严重
匮乏的近代中国来说，其危害实不啻于剜肉补
疮。时人就曾指出，“虽名为收回一利权，而其
实非偿金若干万，即借外债若干万耳”［８］４３４。
第二个表现则是时人出于对主权损失高度警

惕，往往不能正确看待西方的资金与人才。作为
“外发次生型”的现代化国家，中国不可能如同
西方那样通过国内的手工工场或者农业的发展以

及海外贸易 （包括罪恶的殖民掠夺）等途径来积
累资金，因而中国现代化的启动面临着资金与人
才的严重匮乏，需要借助于外部的资金与人才资
源。近代中西关系的本质是不平等的，西方国家
对华资本输出的过程就是其一步步地攫取中国利

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逐步加深的过程。因
而，中国要想利用引进外资，输入技术与人才，
就难免会有使国家主权受损的严重危险。中国的
民族主义者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阻止帝国主义经
济渗透与经济侵略，往往情绪化地将西方的资金
与人才也一并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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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中国收回的九个主要矿场及其代价表

矿　名 所有国 赎回年份 赎回用款 （元）

山西福公司煤矿 英 １９０７　 ３　７７６　０００

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 中英 １９０８　 ２０３　０００

山东峄县华德中兴公司煤矿 中德 １９０８　 ４７　０００

山东华德矿务贸易公司 德 １９０９　 ４７６　０００

安徽铜官山中英企业公司矿场 中英 １９０９　 ７２７　０００

四川江北厅煤矿 中英 １９０９　 ３０８　０００

云南七府隆兴公司锡矿 英法 １９１１　 ２　０９８　０００

山东矿务公司 中德 １９１１　 ２９４　０００

湖北阳新万顺公司炭山湾煤矿 中法 １９１１　 １　１１９　０００

　　 资料来源：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２辑１８９５－１９１４年 下），科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第７６１页。

近代中国人在处理主权与利益问题上的偏激与失

衡，对于近代民族工商业发展存在着不容忽视的
负面影响，其在思想上的不良影响甚且及于当
代。罗福惠主编的 《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从
帝国主义在华侵略行径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与

灾难，以及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与冲突这两个
方面对中国民众这一心理失衡现象的产生进行了

解释。［９］３１７－３１９这是极有见地的。笔者认为尚有一
点需要补充，这就是必须看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
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及清政府官员的腐败对中国民

众造成心理失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
晚清 “保路运动”期间，绅商与民众对待外债问
题的态度因清政府政策转变而随之产生变化。前
期民间各界人士对于借债修路的态度还是比较温

和的，甚至大体上可以说得上表示理解和接受。
后期随着与当局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矛盾日益尖

锐，各界对于借债修路表现非常坚定的排拒态
度。借债修路俨然成为政府对外出卖国家利权，
对内掠夺广大民众利益的一大罪证。这一态度变
化的过程实与当时政府的颟顸不无关系。

三、经济优先与政治至上

在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下，统治者及传统士
大夫阶层很少从经济利益出发来看待中外交往，
而多注重于中央帝国皇权威严的维护和华夏民族

文化优越感的满足。重政治而轻经济，务虚名而
损实际，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看待中外交往
的普遍心理特征。因而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
同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相比，显然缺乏
悠久的历史传统。不仅如此，中国民族主义思想
的产生又明显不同于西方，“民族主义在西方是

近代工业发展到较高水平并产生建立统一市场要

求的产物，也即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伴生
物”［９］３３４。而以利权观念为核心的中国经济民族
主义思想则是外发的，是对西方在华经济侵略与
经济渗透的一种反应。因而，中国近代经济民族
主义思想是与薄弱的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

１９世纪后半期中国 “利权”观念的形成与
“商战”口号的提出，反映出近代中国先进人士
对经济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发展中国民族工商业的

强烈愿望。这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绝无
仅有的现象。当时远东国际形势相对稳定，倘若
中国政府能够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民族经济，中
国是有可能摆脱落后，稳步迈入富强文明之域
的。不幸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沉重惰性使得中
华民族丧失了这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现代化的
良好时机。历史表明，这一机遇的丧失对中华民
族未来的影响是长期的、灾难性的。如前所述，

２０世纪初期，由于内忧外患的空前严重，近代
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理念———利权观念发生了嬗
变。其嬗变轨迹有二：一是利权观念的内涵由经
济利益转向国家主权；二是维护利权与争取民权
密切结合，后者成为前者得以实现的前提。这一
嬗变实际上使得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淡出历史舞

台，融汇于 “外争国权、内争民权”的政治民族
主义洪流中去。
受之影响，２０世纪初的中国人往往将政治

问题的解决视作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１９０１年，
《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篇署名雨尘子的题为 《论
世界经济竞争之大势》的文章。文章一开头就大
胆预言， “２０世纪，为欧人外部竞争之时代”，
而所谓外部竞争，“皆经济上之竞争也”。他还指
出，“政治上之竞争，其在一、二国，或正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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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其在世界，则可谓已过之陈迹也。”作者警
示国人：“自甲午大败以来，列国经济竞争之中
心点，一转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国，”因此中
国人必须明白 “经济上之侵略，较之政治上之侵
略，其为祸乃更烈也！”这反映出作者对经济竞
争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及其世界眼光均较上个世纪

的商战论者明显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然而，
耐人寻味的是，在最后谈到中华民族的 “自存之
道”时，作者却认为 “吾国之不振，非欧族使之
然，自族不能建国家之故也。”因此中国人必须
“去依赖政府之心”，并 “以自族之力，保固有之
土地权力”［１０］１９６－２０６。显然在这里作者将中外经济
竞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内民族民主运动上。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在其所撰 《论民族竞争

之大势》一文中说得更为透彻。梁氏固然认为经
济界竞争至关重要，但他却又强调：“夫平准竞
争之起，由民族之膨胀也。而民族之所以能膨
胀，罔不由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来。故未有政治
界不能自立之民族，而于平准界能争雄者……故
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
之国家而已。”
应该指出，２０世纪初期的中国人同中国传

统士大夫相比，尽管他们都把政治问题放在最重
要的地位，但二者的心态却已大不相同。泱泱大
国妄自尊大的心理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
在民族危亡日趋紧迫下的焦虑与不安。他们对政
治问题的高度关注与日趋激进则往往导致对经济

建设的忽视，或者以强烈的政治诉求来进行经济
活动，结果往往因违背经济规律使国家的经济发
展陷于种种混乱与无序之中。［９］３１７

这种混乱与无序的现象在清末收回利权运动

与振兴实业运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时人梁启超
当时就对此有所洞察并曾予以批评。他说：

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动机。如
近年各铁路公司、矿业公司等，大率以挽回国权
之思想而发起之。其附股者以是为对于国家之义
务，而将来能获利与否，暂且勿问。此其纯洁之
理想，宁不可敬？虽然，生计行为不可不率循生
计原则，其事固明明为一种企业，而筹资本于租
税，义有所不可也。以故职员亦自托于为国家尽
义务，股东且以见义勇为奖之，不忍苛加督责，
及其营私败露，然后从而掊击之，则所损已不可
复矣。此等公私杂糅，暧昧不明之理想，似爱国

而实以病国也。［１１］５７５

梁氏对这种从政治热情出发，不按经济规律
与原则从事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弊端的揭示，可谓
入木三分。不独梁氏有此认识，当时一些在华的
“局外旁观者”，即外国人士对这一现象亦有深刻
揭示。如一位驻中国东北的日本领事曾说：

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众信，必须发展地方
工业，抵制外国商品的进口。但是，还没有进行
过关于一般社会经济形势或供求关系的详细调

查；也没有给计划中的收入和支出，提供全面综
合的考虑；建设工业的一般需要的准备工作尚付
阙如。在由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所促成的
危险基础上，可能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
或者为了回答人民的喧闹叫嚷，对工业的本质特
点毫无所知，收回利权运动就把官员的轻信易欺
和半懂不通的绅士的愚昧观点联合起来了。［１２］９４

帝国主义分子冷嘲热讽的言辞却也揭示了历

史的真实：收回利权运动期间诞生的一大批公
司、企业，大多数命运不济，旋起旋灭， “收回
利权时期的乐观主义和欢欣鼓舞以破产而告

终”［１２］９５，这场运动尚不足成为一次工业化浪潮。
历史事实昭示世人：在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化
进程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子系统之间既需
要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又必须使三个子系统之
间保持适度的距离与张力，维持必要的平衡。在
三者之间过于厚此薄彼，必将给社会发展产生负
面影响。当然，当回顾世纪之初如斯一段历史，
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却不能轻率地鄙薄
前人。中国有着几千年重政治轻经济的传统，近
代工业化程度低下，全国统一市场尚未形成，民
族资产阶级力量孱弱，而统治者又极端冥顽、腐
朽。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在
所难免。

　　四、结语

诚如不少论者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中国近
代十分发达的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而

言，经济民族主义在理论上显得颇为贫乏。但我
们却不能因此而忽视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

发展对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化、理性化所发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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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台湾学者王尔敏谈到晚清重商思想时，
曾指出： “若就民族主义而言中国之重商思想，
则此实表现中国醒觉最理性之一面。”［１３］国内学
者虞和平在分析清末民初 “实业救国论”所蕴涵
的民族主义观念时，也曾精辟地指出这种观念
“已开始抛弃以我为中心，非我同类必无同心的
盲目排外的传统民族主义观念，逐渐形成了以彼
此平等，互通有无，师人之长补己之短为基本准
则的理性化民族主义观念”，并且认为，“这种民
族主义观念，不仅反映了清末民初中国资产阶级
民族主义思想水平的提高，它还将对资产阶段的
实业救国行为产生影响”［１４］３３７。笔者对经济民族
主义核心理念———利权观念的追踪考察，可以让
人更加清晰地看到晚清经济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

展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其理性化所产生的重

要推动作用。
近代利权观念的产生，首先就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与种族民族主义的一个否定，它显示出近代
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开始走向理性与务实。尽管
作为近代政治民族主义核心观念之一的主权观念

的形成不完全是由利权观念发展而来，但是近代
中国人在与外人商战，维护国家利权的过程中却
日益感受到主权问题的重要性。２０世纪初期国
人利权观念的内涵之重心由经济利益转向国家主

权，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暂时淡出历史舞台并融汇
到政治民族主义的大洪流中。可以说，晚清经济
民族主义催生和助长了近代政治民族主义，许多
论者往往只看到了经济民族主义依附于政治民族

主义的一面而忽略了这一点。
晚清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勃兴，在一定程度

上推动了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将晚
清经济民族主义一概斥为 “经济排外主义”而大
加贬损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① 但是，由于晚清
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其特殊的

社会历史条件与时代背景，因而也无可避免地具
有其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其一，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所蕴含的革新意识

和开放意识均显不足。中国经济民族主义思想的

产生与发展，从源头而言只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经
济侵略与经济渗透的一种回应。传统经济下所形
成的保守、自封的心态尚未有根本改变，出于自
卫的意识，中国对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冲击的回
应显得迟钝、保守、被动、消极，固守、排斥有
余，革新、开放不足。而同一时期日本的反应同
中国相比则显得更加积极主动，其内蕴的开放与
革新意识也较中国更为强烈。

１８５３年，日本著名军事学家高岛秋帆就立
即上书幕府，反对锁国政策。他指出，在贸易方
面，“蛮夫互通有无，已成习以为常之事。以此
物易彼物，于双方均有益处。不仅贪一国之利，

亦惠及各国民众”［１５］８４。１８５８年，越前藩藩主松
平庆永也上言主张与西方列强通商、建交：

１．观方今之形势，显然已不可继续实行
锁国。

２．近来我们亦期望主动航海于诸洲与各方
进行贸易，故无理由拒绝来通商之人，且应允许
外国公使驻在我国。

３．富国乃强兵之基础，今后应创办商政，

开设贸易之学，与各方以有无相通，并据日本原
来之地利，可致宇内第一之富饶也。［１５］８４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更是积极 “殖产兴
业”，发展对外贸易，强调 “万国交际之诀，唯
在贸易权力之扩张伸缩。权力扩张，则国自富，

兵自强”［１６］１８４。日本从民族利己主义出发，面对
西方列强对自己国家利益与主权的侵夺，大肆鼓
吹从朝鲜、中国夺取土地，来补偿从欧美所受到
的贸易损失。并且以 “失之于欧美，取之于邻
国”作为自己的对外方针。［１６］２８５近代中国人利权
观念的形成与商战口号的鼓吹，是在军事抵抗失
败后，面对洋货、洋烟在中国的倾销，“既不能
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使华民之不用”的情形
下，旨在以 “堵漏卮”，“绝外耗”或者 “稍分洋
商之利”。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没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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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方面的指责可以参看萧功秦 《清末 “保路运动”的再反思》，《战略与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６期；秋风 《经济民族主义之惑》，
《中国海关》２００６年第６期。无独有隅，２１世纪以来，不少西方学者在研究许多不发达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时，均开始注意揭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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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贸易中互利互惠的一面，更不曾将积极发展对
外贸易视作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历史契机在，则
是将中外贸易看作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手段，结
果只是 “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１７］５０类似日本
人士的强调中外贸易的互利互惠，大力鼓吹自由
开放的思想和主张，直到甲午战后才由谭嗣同、
严复等人提出来。然而为时已晚，而且这迟来的
呼吁也很难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其二，晚清民族主义存在着诸多矛盾与种种

失衡，并且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这对中国
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少消极的影响。保护主义与
自由开放的矛盾冲突往往使人在扩大对外开放与

保护民族工业上无所适从；在主权与利益问题上
的畸轻畸重时常造成中国引进外国资金与人才的

心理障碍；而以强烈的政治热情从事经济活动，
这一政治与经济的失衡又每每导致国人在经济建

设中一轰而起，一拥而上，忽视经济发展自身的
规律，造成经济建设的混乱与无序，并且反过来
使得国内政治层面的变革因为经济基础的缺失而

受挫。
对于前人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中存在的种种误

区与非理性的一面，我们毋须掩饰，更不能轻率
地予以鄙薄和嘲弄，而应将之纳入特定的社会历
史背景中给予理解与同情。最后，笔者坚信，２１
世纪的中国人，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宝贵的精神遗
产的基础上，一定能够比前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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